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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不顾顾劝劝阻阻返返京京联联络络同同志志

  1927年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选中，路友于虽不在京，仍被
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张作霖正疯狂
镇压革命，北方形势险恶，路友于不顾同志、朋友的劝阻，辗转
返回北京，满城奔走，召集同志谈话，太过劳累以致旧疾复发。

  1926年9月下旬，北方工作更显紧要，路友
于决计北行，遂返回北京，被任为北京政治分会
执行委员。
  1926年12月，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路友于
去武汉磋商党务。这时，他接到家信，称父亲因
病去世，催其返乡，但他最终因公务繁忙，未能
成行回乡。不久，他又转赴江西南昌，晤见时任
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蒋介石。
  1927年2月，路家为父举行葬礼，路友于仍未
回家。事后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参加父亲葬
礼，儿本义不容辞，然当前时局紧张，公务繁忙，
不得脱身，非儿不孝，实无法顾及，望母亲大人
见谅。儿素知尽忠不能尽孝，尽孝不能尽忠，自古
以来忠孝难以双全。儿既以身许国，当为国效劳，
不遗余力。当此国家危难之际，儿纵为家事而舍国
事，亦恐非您老人家所愿。”信写得情真意切，感
人肺腑。原来母亲和兄弟们都对他不回家奔丧很
不满意，见信后，全家人都被感动并谅解了他。
  1927年1月，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改选
中，路友于虽未在京，仍被选为国民党北京特别
市党部执行委员兼商民部长。当时在共产党的文
件上，我党对这次选举结果是这样评论的：“路
友于，在青年中威信很高，他说，我们的国民党
要有自己的左派。这次选举本来我党可以全部掌
握，但是对路友于，我们还是选了他。”

排除万难回京工作

奔走劳累旧疾复发
  此时，张作霖正疯狂镇压革命，北方形势险
恶，同仁劝路友于暂留武汉，路友于说：“现在
革命已到严重时期，成功与否，全视北方能否工
作，吾辈当努力做牺牲者，岂屑斤斤为个人计安
危哉！吾行矣！愿此间与会同志，爱护党国，勿
生意见，则痛饮黄龙，握手期应不在远。”
  1927年3月，路友于谢绝了同志、朋友的劝
告，毅然北上，他一心想把北方的党壮大起来。
而北京各同志因工作失去了指导，消息欠灵通，
加上种种反动势力作祟，使许多工作都受了影
响，更期盼着路友于的到来。
  路友于返京的途中，在上海、天津又逗留几
天，召集许多同志谈话、训练。在大连又误了一
周的船，所以从武汉到北京用了两个月的时间。
在此期间，他在船上、车上无事可做，便买了日
文书——— 政治、经济、社会及党等，他一方面抓
紧研究，一方面准备到北方后做点翻译，办个中
坚的国民党政治刊物，以帮助缺乏政治训练尤其
是缺乏宣传品的北方同志。
  1927年4月，路友于到达天津时，已有若干
同志在京被捕，于是他将行李寄存旅馆中，只身
入京。他满城奔走，召集同志谈话，常忘记吃
饭，谈话谈到口干舌燥，一两星期内从未在夜间
12点前睡过觉。以前因劳瘁所致的肺病又勾起来
了。许多同志劝他到医院去，他却因为党务繁
忙，终未能去。

因公缺席父亲葬礼

改选担任商民部长

  北京腥风血雨，奉军军阀
在“讨赤”的口号下，到处通
缉捕杀革命同志，查封进步报
馆，一些爱国的新闻界知名人
士被枪杀，其中包括《京报》
主编邵飘萍和《社会日报》主
编林白水，连学生中留长发者
及选读社会科学书籍的，都有
可能被扣上“主张共产”的帽
子，加上“赤党”的头衔。
  张作霖还在北京组织了
1000名便衣侦缉队及手枪队、
自行车队各200人，专以伺察北
京党人的行动，把北京分成若
干区，分队负责，如第一侦缉
队负责东交民巷，第三侦缉队
负责北京大学一带等，肆意搜

查公寓、学生宿舍，禁止书店
出卖所谓“赤化”书籍。学术活
动、演讲会及体育运动会也都
被禁止，全体学生人人自危。
  镇压革命运动一时把北京
搞得乌烟瘴气，城内几乎是
“偶语弃市”。北京执行部和
北京特别市党部不得不由翠花
胡同迁入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
西院的旧俄兵营，因为那里属
苏联大使馆管辖，按国际法规
定，使馆区是受特别保护的。
革命活动完全转入地下，国共
合作的领导机关北京执行部的
委员们纷纷离开北京南下，但
路友于不顾个人安危，仍随李
大钊留在北京坚持斗争。

  一次，路友于冒着危险到
北师大革命青年秘密集会地
点、宣武门内前铁厂槐庐（北
师大学生宿舍），向大家分析
了全国及北方革命形势，要求
大家注意安全，以防意外。许
多同志劝他暂时躲避，路友于
说：“执行部的委员们几乎全
部离开北京，但仍有很多工作
等着去做，在这个时候我不能
走，我必须留京随同李先生
（大钊）继续工作。”
  在此形势下，路友于仍到
处奔跑，往来于东交民巷、北
京大学及各同志住处等情况严
重地带，遣发已暴露身份的同
志，托同乡营救被捕者。

奉系军阀捕杀革命同志 北京执行部被迫迁址

  路友于平时好读书，沉默
寡言，不喜征逐，不喜在群众
集会时演说，奉系军阀虽震于
其名，党外人认识他的绝少。
因此路友于在北京奔走运动，
侦查密探不认识其面目。
  有一回晚上，路友于与郑
镜秋、刘巨全、葛锦堂三位同
志在刘巨全寓内筹划党务，知
道有侦探把守以后，路友于还
是走出来，不晓得是侦探一时
没看见，还是看着他坦然的样
子不像所谓“赤党要人”，总
之，路友于走脱了。但很快，

那三位同志相继被捕，有个侦
探还对刘巨全的家人说：“我
们并不是捕你们的人，我们是
捕路友于的，路友于不是个大
个子，很魁梧的吗？”随后相
继被捕的就有三四十人。
  环境更加险恶，东交民巷
也完全不能出入了。路友于打
算借此机会养病，但又要设法
营救被捕同志，而他爱好研究
学问的天性及求知欲又驱使他
不能不研究，况且他最关心
的，是在党的工作基础打好之
后，把全部力量放在农民问题

和下级工作上，他常对身边同
志讲：“中国革命农民不参
加，只能是部分的成功。我们
的工作只有建立在农工群众里
头才有希望。”只此一点，就
可以看出他的革命志向和研究
重点来。那时，他在研究土地
问题，向北京大学图书馆、农
商部搜集参考资料，还从外国
买书，他曾写信给别的同志
说：“我正研究农民问题，一
两个月后，待工作稍一轻松，
我就要到乡间去，实地做农民
工作。”

在北京奔走营救同志 关注农民研究土地问题

东交民巷苏联大使馆大门（资料图片） 刘巨全（资料图片）


